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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的“求贤令”暗藏着一篇

秦君小传，“会往者厉、躁、简公、出

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这

段低潮期起于秦厉共公，“不宁”暗

生，那时的秦国究竟出了什么情况呢？

大 时 代 的 国 家 竞 争 必 须 凝 神 聚

力，准确寻找发力的突破口，一旦整

体战略迷失，四面出击，就会劳而无

功。秦悼公留下不薄家业，厉共公也

非庸主，但动荡的大时代诱惑太多，

厉共公似乎陷于此彀，想法一多，脚

法就凌乱了。

公元前 476年，秦厉共公继位，西

方 还 是 一 片 平 静 ， 东 方 已 经 热 火 朝

天 ， 诸 侯 列 国 之 间 竞 争 节 奏 越 来 越

快。吴越两国进入对决阶段，数年之

内 ， 风 头 正 劲 、 甚 至 曾 经 力 压 齐 、

晋、楚等大国的吴国，亡于迅速崛起

的越国。吴越之争牵动大国棋局，中

原正在酝酿新一轮风暴，这一切似乎

离秦国很远。厉共公二年，西南蜀国

以丰厚财物主动结交秦国，秦国不仅

坐 享 安 宁 ， 甚 至 还 找 到 了 大 国 的 感

觉。这恰是迷失的开始。

自知者明，自迷者危。厉共公五

年 （公元前 472 年），楚人来了；六

年，义渠人来了。秦君似乎成为了比

周天子还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秦国

似乎成为了可以左右天下时局的头号

大国。其实，秦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

他国平衡战略的砝码。义渠强大，试

图统领戎族各部，必然着眼进行大刀

阔斧的整合，同为戎族的绵诸感到巨

大压力，向秦国求援。义渠需要秦国

置身事外，保持中立。晋国的四大家

族智、赵、魏、韩正在暗中角力，试

图瓜分晋国，希望秦国此时不要“多

管闲事”。楚国惠王攻灭陈国，击败巴

国，正在“打怪升级”，渴望有充裕时

间来消化胜利果实。各国都希望秦国

这头“猛狮”再多睡一会儿，给他们

留出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周边各国都在风生水起，大秦却

悄然无声。公元前 467年，秦厉共公继

位 十 年 了 ， 蛰 伏 许 久 的 秦 军 终 于 出

击，向东伐晋，攻取了魏城。秦的军

事行动牵动各方神经，列国不约而同

地继续实施“安秦”策略，秦厉共公

十四年，晋国、楚国再次来访，并以

大量财物交好秦国。

秦晋相安，晋国躯壳中的魏赵韩

是最大受益者。尤其魏国与秦接壤，

秦魏有潜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魏国

抓住时机，苦练内功，站稳脚跟后，

立刻把秦国作为最主要的对手。秦厉

共公时代，秦国的老对手晋国内斗惨

烈，传统“六卿”变为四大家族，进

而赵魏韩在晋阳之战中击溃智氏，三

家分晋。秦厉共公二十五年 （公元前

452 年），晋国智氏族人智开率众逃亡

到秦国，这是天赐的疲晋良机。秦厉

共公原本可以像康公、景公一样，充

分吸收晋国归附力量为己所用，持续

分化并不稳定的魏赵韩三家势力，但

是当时的秦国对此无所作为。

晋、楚大献殷勤，秦国被表面现

象干扰了视线，把关注点转向了周边

戎族。秦和戎族恩怨纠葛，历代秦王

只要条件允许，都会策划整合戎族各

部。但是秦厉共公缺乏整体考虑，伐

戎战略连环出错。义渠、大荔、绵诸

是戎族主要部落，其中义渠最强。秦

应该联弱攻强，在动态平衡中削弱戎

族各个部落。但实际操作中，秦先弱

后 强 ， 厉 共 公 十 六 年 （公 元 前 461

年），秦军攻灭大荔；二十年，秦厉共

公 亲 自 率 军 讨 伐 绵 诸 ， 不 经 意 间 把

“大块头”义渠放在了最后。厉共公也

意识到了此举的重大隐患，在生命的

最后阶段，调动秦军全力攻伐义渠。

虽然秦最终俘获义渠王，但义渠已经

坐大成势，并在躁公时代对秦发动了

大规模反击，成为和秦国长期纠缠的

掣 肘 之 患 ， 就 如 一 颗 顽 强 的 “ 牛 皮

糖”，在惠文王、昭襄王时代多次给秦

国带来麻烦。

这个时期，秦缺乏清晰的整体战

略 规 划 ， 多 欲 而 无 定 法 ， 事 倍 而 功

半。厉共公二十六年(公元前 451 年)，

秦军占取了汉中南郑，修城守备，不

仅震慑蜀、巴，对楚也形式了巨大压

力。南郑位置敏感，曾反复易主，是

秦、楚、蜀、巴之间的战略要地。秦

楚尚好，不应过早暴露自身的战略意

图，可在南郑留一“虎口”，作为缓冲

区，来日方长。秦占南郑，看似下了

一招“先手棋”，实际是在错误的时间

里做“正确”的事。

厉共公应牢记穆公之策，分清敌

友，抓住秦晋竞争的主要矛盾，明确

主要战略，持续东进。这一阶段，楚

国是可以依靠的伙伴，秦应该不断巩

固和楚国的战略合作关系，维持向南

战略方向的平稳。同时，向东战略方

向要积极进取，乘三晋初立，联合赵

韩，甚至远交齐国，全力削弱魏国，

由河西进兵河东，继而窥伺中原。对

周 边 戎 族 ， 应 该 顺 水 推 舟 ， 联 手 大

荔、绵诸，剿灭义渠，后缓图戎族诸

余部。若行此三策，秦国景象会大不

一般，昭襄王时代的强秦或许会提前

出现。

历史没有假设，厉共公的战略摇

摆，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秦国精英阶

层 的 不 满 。 再 加 之 秦 国 内 部 改 革 迟

滞，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生产关系的转

型远落后于各国，国内“不宁”因素

渐渐酝酿、激化，在怀公、出子时代

总爆发，以至于日后秦孝公深以为病。

没有稳定的顶层国家战略，全力

解决单一目标反而可能对整体格局带

来巨大伤害。秦厉共公时代，秦屡屡

出击，但图变未顺势，求进未得法，

忙碌而少功，遂成迷失之危。厉共公

去世后仅仅二年，南郑叛乱，脱离了

秦国的控制；魏国成为战国首强，三

置秦君，秦在黑暗的低谷还要摸索整

整一个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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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为何没能拯救明朝

□ 邓 涛

东林本合道义

作为一个深刻影响明末政治生态

官僚集团的客观存在，东林党的性质

介于中国传统的朋党和西方的近代政

党之间。“朋党”一词，先秦时即已出

现，《韩非子》 中有言：“主利在豪杰

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

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

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认为朋

党是朝臣结党营私、干乱纲纪的行

为，不利于君主统治。实际上，万历

朝第一个被冠以“党”的官僚团体并

非东林党，而是万历前期张居正去世

后以湖广官僚为主体的“楚党”。张

居正去世后，政敌交相揭发张居正的

执政“劣迹”，此后，受张居正提拔

和信任的湖广籍官僚大多受到罢斥，

故时人评价：“江陵败后，楚党坐斥

殆尽。”显然，这里的“楚党”也是

贬义词。《朋党政治研究》 一书提

到：“对掌权的大臣来说，千方百计

援引同乡的进士和举人则是扩大个人

权势、维护乡里利益的极好途径。”

结党需要有共同的利益或一定的纽

带，同乡之情则成为官僚结成朋党的

天然资源。结合张居正执政时期可

知，彼时虽然有湖广籍官僚群体依附

在张居正身边，但尚未形成党争，只

是存在一个以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核心

的权力体系。这个权力体系涵盖张居

正的部分同乡、同年和门生。

北宋时，欧阳修向宋仁宗上 《朋

党论》，认为朋党并非全然是坏事，强

调小人为朋是为了功名利禄，而君子

为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

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

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如以

后世对东林党的主流评价而言，东林

党应当属于欧阳修口中的“君子朋

党”，即这类朋党尊崇道义、注重名

节，会为社稷安危和天下太平而同心

协力。

相比唐朝“牛李党争”以入仕方

式和个人身份作为区分的标准，明朝

后期“朋党”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较

强的地域性。尽管东林党成员中有很

多非南直隶士人，但从东林士人的领

袖以及各类活动的发起者而言，南直

隶地区特别是如今苏南地区的士人是

东林党的第一大地域来源。这是因为

源于地域上的便利，即东林书院的影

响范围，往往先影响到无锡周边，同

时由于苏南发达的农业孕育了众多中

小地主和富裕农民，文化发展拥有较

好的物质基础，此外“乡党”意识也

使得籍贯相近的人抱团取暖。

党争反辱士林

与东林党相对应的政治团体，是

在史书中处于“邪恶”一方的齐党、

楚党和浙党以及宦官集团，而前面三

党有时也被概称为“阉党”。齐楚浙三

党是以地域为主要区分依据，也印证

了东林党自身具有一定的地域属性，

这一属性并未因为有其他省份士人的

加入而完全稀释。

结合当下的研究看，对东林党整

体持正面的看法是公正的。东林党在

抑制矿监税使、为民申冤、化解地方

矛盾等方面做了不少好事，很多东林

士人也有理想士大夫的品格：忠诚、

直谏、为理想抛头颅洒热血。此外，

东林党在选贤用能、经济改革等方面

也有自己的创见。但因此说东林党是

正义的，齐楚浙三党乃至宦官集团就

是邪恶的，也不一定符合实际。在中

国古代史书的叙事模式中，宦官群体

多为负面形象，宦官权力过重的时期

往往被形容为黑暗时期。原因除了太

监本身在身体和心理上存在缺陷、一

些言行的确恶劣外，还源于宦官集团

本质上是同士人集团对立的。在君主

专制的体制下，君主所能分出的权限

是有限的，宦官权多，士人权自然就

少，士人集团很难同宦官集团愉快地

平分君主施放的权力。因此，士人在

史书中叙述宦官时，也多作负面描述。

东林党作为明朝后期最大的政治

团体，掌握着“清议”这一工具，换

句话说，东林党掌握了明末主流话语

权和主要媒体。他们可以以自己的标

准乃至自己的判断品评彼时的政治人

物，给对方划分政治阵营并做正面或

负面的评价。“清议”本身缺少外部

监督，且主观性较大，故东林党所品

评的人物，正邪的定性值得商榷。换

句话说，被东 林 党 人 冠 以 “ 邪 恶 ”

之名的齐楚浙三党，多少也有些被

“黑化”。

以在野人士为主组成的“清议”

势力，通过品评朝政来影响国家政

策，显然是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所

不愿意看到的。东林这一政治势力在

形成的过程中，促使了反东林势力的

结盟。东林人士在品评朝臣的过程中

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在朝人士分了类，

多依据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价值标

准。清人赵翼曾言：“天下清流之士群

相应和，遂总目为东林。凡忤东林

者，即共指为奸邪。”这种价值判断标

准，是有局限性的。这种情形，使得

部分非东林人士不得不结党自保，使

得明末“党争”愈演愈烈。东林同非

东林严重对立，双方在京察和大计时

相互打击，例如齐楚浙三党得势后，

“东林已为齐、楚、浙三党斥尽”，显

然是泄私愤，这样的政治生态对国家

社稷是不利的。

将视角放到东林党的死敌魏忠贤

身上，与其说是魏忠贤挟持天启皇

帝、专擅弄权，不如说是天启皇帝主

动将一些权力放给魏忠贤，一方面天

启帝自己可以轻松地处理朝政，投身

一些“兴趣爱好”；另一方面，天启帝

也许意识到强大的东林势力对朝政的

干预乃至对皇权的威胁，尽管东林士

人大多是忠臣而非逆子。齐楚浙三党

最终依附宦官集团，一方面是反映了

这些士人集团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独立

人格，开始依附宦官集团，成为天启

帝的基层支持者。另一方面，齐楚浙

三党依附宦官，又何尝不是东林士人

的逼迫呢？经过万历朝的政争，双方

依然水火不容、缺少包容。

将东林与齐楚浙三党的对立，同

唐朝后期牛党和李党的对立进行对

比。学界一般认为牛党代表了新兴庶

族地主，代表新生力量，李党代表门

阀世族，多少有一些没落。但依然有

不少学者注意到，虽然两派士人出身

和政见有差异，但即便一党胜出，也

未使当时的政治显现出太多的新气

象，没有扭转唐朝下行的国运。当党

派分歧超越了善恶标准以及国家利益

之后，即便是相对处于正面的党派，

其正义性或多或少会受到消减。意图

实现唐朝中兴的唐文宗曾感叹：“去河

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显然对长期

的党争感到十分不满。

义理未解危难

东林与齐楚浙三党的对立一直延

续到崇祯朝和南明。崇祯帝处死了魏

忠贤，压制了依附魏忠贤的诸党朝

臣，东林党重新得势。然而，在明末

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东林党人似乎

也未能提出什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国

家危难的策略，也没能挽救明王朝于

危亡。崇祯帝从最初极力压制宦官集

团，到后来发现士人不可尽信、宦官

也可为我所用，开始对宦官委以重

任。崇祯末年，崇祯帝“命唐通同司

礼太监杜之秩守居庸关”，这同此前

明朝向九边派出镇守太监监督文官巡

抚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即皇帝觉得文

臣 并 非 都 忠 诚 、 宦 官 也 非 皆 不 可

重用。

在皇帝的眼中，除了自己，所有

人都可能是潜在威胁，皇后、嫔妃、

外戚、阉人、文臣、武将等等皆不可

尽信。众人皆不可信，故众人皆可不

忠。崇祯帝派出的司礼太监杜之秩和

定西伯唐通一起在居庸关投降了大顺

军。北京城破后，崇祯帝在自缢前感

慨：“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

臣误朕。”言语虽然不无推脱责任之

嫌，但显然崇祯帝对包括东林士人在

内的士人集团十分失望。崇祯朝时工

部主事陆澄源曾评论崇祯初期的东林

党：“于是贤者仍以讲学为发明理道之

举，而不肖即借东林为把持官府、刻

剥小民、遥执朝柄、广庇匪类。”言语

或有过激、问题或有夸大，但亦可反

映东林党人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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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尤其是著名历史人物，

历来备受故乡人的推崇与爱戴。当

下，很多地方打出名人故里的招

牌，不外乎是借名人效应吸引眼

球，有助于招商引资与旅游。于

是，有些历史名人竟然被争抢，出

现多个故里之说。比如孙武，就有

广饶、惠民、博兴、临淄等地声称

为其故里。应该说，孙武故里只有

一处，由于年代久远难以考证，众

说纷纭也是情有可原。

然而，有些历史名人却被故乡

人冷落，阮大铖就属于此类典型。

他是明末赫赫有名的人物，其故里

究竟在哪里，至今还是一个谜。这

个问题，说起来颇有意思。

按《明史》说法，阮大铖为安

徽怀宁人。但是，《明史》 是清代

桐城人张廷玉主持纂修的，定稿于

乾隆四年 （1739年）。张廷玉担任

《明史》 总纂时，官拜保和殿大学

士、军机大臣，代表朝廷最高权

威。他所拍板定案的事情，可谓铁

板钉钉。是故，清人大都以为阮大

铖是怀宁人，如《池北偶记》称之

为“阮怀宁”。

《明史》 把阮大铖这个名人归

于怀宁，怀宁人不仅不领情，而

且 耿 耿 于 怀 ， 总 想 把 案 子 翻 过

来。终于到 1915年，参与修怀宁

县志的上百名举子秀才经过多方

考证，认定阮大铖并非怀宁人，

指明阮大铖乃桐城人，最有力证

据便是“礼部题名碑及府学前进

士坊”。怀宁人把阮大铖踢还桐

城，桐城人却不认账，官方县志

拒不接受。抗日战争时期，桐城人

房梦觉闲居于浮山脚下，写了一本

小书 《浮渡名胜志》。书中有一段

记述：“关外有五云岩，岩在翠华

之上，亦曰阮集之读书处，为明末

邑人阮大铖读书所也。”

浮山之上，“阮集之读书处”

的题刻至今尚存。种种迹象表明，

“阮怀宁”应是桐城人，他是被同

乡张廷玉踢了出去，硬塞给怀宁

的。说实话，张廷玉把阮大铖踢出

县籍，不免有“以权谋私”之嫌。

这个“私”，无非是顾及自己家乡

面子，为了不让家乡丢脸，就把阮

大铖踢给邻县。当然，怀宁人也要

顾及自己的脸面，桐城踢出来的

人，凭什么强加于怀宁。于是，

“桐城不要，怀宁不收”的状况不

断延续下去，阮大铖的籍贯至今悬

而未决。

同样是名人，孙武故里被四处

争抢，而阮大铖故里却两边推搡？

仔细思量，一个人身后荣辱，无疑

取决于生前表现。看阮大铖生前所

作所为，就知道问题的答案。

阮大铖以进士入仕，起初列籍

东林党，后来依附魏忠贤。魏忠贤

失势后，阮大铖被罢官，避居安

庆、南京。其间他努力与复社、东

林成员修好，在复社领袖张溥为其

师周延儒复相而奔走活动时慷慨解

囊，表示愿意重归东林。周延儒复

相 （再任内阁首辅） 后，东林党反

对周报答阮大铖，使他东山再起的

希望落空，不过他所举荐的马士英

得到了重用。崇祯皇帝自缢身亡，

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马士英因

“拥兵迎福王于江上”有功，升任

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成为南明

弘光王朝首辅，阮大铖得其力荐，

出任兵部右侍郎，不久升任兵部尚

书。马士英、阮大铖执掌南明政

权，如果他俩以大局为重，励精图

治，不说收复故土，哪怕保住南明

半壁江山，也是功德无量。可是，

朱由崧与马士英、阮大铖等人苟且

偷安，终日饮酒作乐。马、阮二人

竟然公开卖官鬻爵，把小朝廷搞得

乌烟瘴气；阮大铖更是大兴“党

狱”，对复社、东林大加报复。如

此君臣，何以为南明续命？南京沦

陷 后 ， 阮 大 铖 南 逃 。 顺 治 三 年

（1646） 六月，清军渡钱塘，阮大

铖降清，病逝于随清军南征途中。

《明史》 将阮大铖划归奸臣行

列，从他为人反复、品格低下、

大节有污来看，可谓实至名归，

一点也不冤枉。客观地说，阮大

铖 颇 有 文 学 才 华 ， 无 论 诗 文 词

曲 ， 样 样 拿 得 出 手 。 他 交 游 广

泛，与史可法、文震孟、张岱、

范景文等名士皆有唱和。创作戏

曲传奇十余种，至今尚存 《春灯

谜》《燕子笺》《双金榜》《牟尼

合》，合称《石巢传奇四种》。

然而，仅有才华并不能使人流

芳百世。阮大铖之所以不受故乡人

待见，是因为他有才无德。德才兼

备，一直是中国古代评判人物的基

本价值取向。孔子强调：“为政以

德。”司马光指出：“才者，德之资

也；德者，才之帅也。”司马光洞

悉历史，深刻认识到用人必须“德

才兼备，以德为先”。如若才德不

能两全，“宁舍才而取德”；因为有

才无德之人对社会危害远比无才无

德之人更为严重。蔡京、秦桧、严

嵩、阮大铖之流，都是有才无德的

小人，他们一旦位高权重，就会做

出许多危害国家或社会的事情。当

然，小人能凭其才一时得势，但不

能永久风光，毕竟“历史是混不过

去的”。那些做过坏事的奸佞，无

论多么有才，终究要被钉在历史的

耻辱柱上，永远被后人所唾弃，没

有人会因为故乡出过阮大铖式名人

而自豪。有
所
有
所

□
陈

良

历史散叶

当党派分歧超越了

善恶标准以及国家利益

之后，即便是相对处于

正面的党派，其正义性

或多或少会受到消减。

东 林 同 非 东 林 严 重 对

立，双方在京察和大计

时相互打击，泄私愤多

于国家大义，这样的政

治生态必然危害国家社

稷。在明末内忧外患的

大背景下，东林党人似

乎也未能提出什么可以

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危难

的策略，也没能挽救明

王朝于危亡。

核心阅读


